沃尔士起诉权案①
WARTH v.SELDIN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5）

（1） 案例简介

案由：本案所涉及的问题是起诉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一些居民和机构对彭菲尔德镇“区域、规划和城市建设委员会”提起指控，称彭菲尔德镇的城区规划条令把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市民排斥在城区之外，侵犯了他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利。

初审判决：初级法院认为申诉人没有起诉权，不能提起起诉。

终审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初级法院的判决。

（二）终审判决书

（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由大法官鲍威尔呈递）

I.起诉权问题的实质是当事人是否有权利要求法院对有关问题作出裁决。这个问题涉及了宪法对法院的管辖权和执行权的限制，也就是说，法院在民主社会里所起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起诉权即可审判性：也就是根据宪法“第三条款”，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诉案或争端”。司法的介入是为了保护原告方免受伤害或者补救其损失——虽然法庭的判决可能附带的有利于其他方。因此，只有当原告受到了“来自于假定存在的违法行为的伤害或者威胁”的时候，法院才可能行使司法管辖。除了以上宪法对起诉权的基本定义，联邦最高法院还对原告提起起诉的条件作了说明。第一，当原告所声称的伤害从实质上讲是大部分公民都遭受到的“普遍化的委屈”的时候，那种伤害通常不构成请求法院进行司法管辖的理由。第二。如果原告所声称的伤害足以构成“诉案或争端”，原告还必须把诉讼的目的建立在维护他（她）本人的合法权益上，而不是维护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假如没有这些限制条件，——虽然与“第三条款”密切相关，但从本质上讲是司法自治问题——法院就不得不去裁决一些抽象的有关公共原则的问题，而其他一些政府机构完全有可能更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司法机关没有必要介入。

虽然原告声称某类行为违法并不见得是提起诉讼的证据，但是，它却往往能够反映出案件的蛛丝马迹。“第三条款”规定的“实际的、具有威胁性的伤害”只有在侵犯了法规的时候才发生，由于这种侵犯而产生了诉讼。而且，原告起诉的依据会呈现一些能够引起诉讼的非常重要的东西。诉讼权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宪法或法规可以授予原告得到司法求助的权利。如果原告由于起诉权问题妨碍其正当起诉，国会在必要时还可以授予特定的起诉权。“第三条款”的要求是，原告必须清晰而明确的肯定他（她）本人受到了伤害——即使可能有许多其他的当事人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只要满足了这个要求，而且国会又明确授予了他们诉讼权，原告就可以在不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请求司法援助，把公共利益作为支持自己诉讼的证据。

II.有了这些基本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申诉人奥兹、雷耶斯、辛可勒和布罗德纳克斯的请求，他们既属中低档收入又是少数民族或非基督徒。假定申诉是确实的，那么，彭菲尔德镇的城区规划条令和被告官员们的行为就是有意排斥中低收入的群体，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我们还假定这样的有目的的排斥异己的行为如果在另一个案子中可能被视为违反了宪法，侵犯了个人权利。但是，申诉人和这个城镇的其他被排斥的人一样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并不能充分证明申诉人本人受到了排斥，或者被告作了所谓的违法行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申诉人必须肯定或有证据表明他们本人已经受到了伤害，而不是其他未被认同的、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或意图代表的某个阶层的成员受到了伤害。

在诉状中，奥兹、雷耶斯、辛可勒和布罗德纳克斯坚称他们就是那些受到被告排斥的人。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彭菲尔德镇生活过，虽然每个人都表示过他们会这样做，而且努力想在某个时候落户彭菲尔德镇却没有结果。我们可以假定被告的行为确实使他们落户彭菲尔德镇的努力受到障碍。但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是否有确切证据表明，申诉人不能落户彭菲尔德镇就肯定是因为被告违反了宪法或法律条文。申诉人必须清楚地证明，如果没有被告带有限制性质的城区规划条令，他们就一定会在彭菲尔德镇购买或租赁房屋，并且，如果法庭允许了他们的请求，就一定会扫清他们的落户障碍。

我们认为申诉人提供的诉状中缺乏以上这些必要的说明。因为，没有一个申诉人本人目前在彭菲尔德镇拥有财产权；或者受到过该规划条令的约束；或者被被告官方正式否决或允许过某项请求。相反，申诉人称被告制定该条令是对第三方——开发商、建筑商等进行限制，结果使建造的房屋价格昂贵使他们没有能力购买。在这里，对申诉人造成间接伤害的事实本身并不能排除申诉人的起诉权。也就是说，当政府施加于某一方的限制或条令损害了第三方受宪法或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受害者也可以就其受到的间接伤害提起起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第三条款”对起诉人的要求比一般情况更加困难。因为，必须证明所谓的伤害是被告行为的结果，而且司法救助会免掉此伤害。

申诉人自己也承认，要实现他们在彭菲尔德镇居住的愿望，必须基于修建中低档房屋的第三方（房屋建筑商）的意愿和努力。诉状特别提到了两个公司的努力：一是“彭菲尔德佳美物业公司”在1969年底被允许在彭菲尔德镇建造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能买得起的福利房；另外，1971年底“欧贝利物业公司”也作过相同的努力。但是，诉状没有说明以上这些项目或者类似的项目可以满足申诉人在房屋价格上的需求，或者，如果法院除去了来自被告的障碍，申诉人就会得到有利的结果。事实恰恰相反，申诉人个人的经济状况和房屋需求表明，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力居住在彭菲尔德镇是由于该地区房屋销售市场的供需情况决定的，而不是被告所谓的非法行为。总之，事实证明，在彭菲尔德镇的城区规划条令和申诉人受到的所谓伤害之间没有足以提起诉讼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联系。我们认为，对城区规划条令提出指控的原告必须出示具体而确切的证据，表明被指控的行为伤害了他本人，而且他个人可能由于法院的介入而得到有形的好处。如果不存在可以得到证实的、特定的伤害，就没有必要“启动司法程序进行审查”。司法救助要有确切的事实证据，这是法庭调查的前提。

III.申诉人还认为彭菲尔德镇坚持拒绝修建中低档房屋的政策迫使罗切斯特市不得不修建更多这样的房屋；为了修建这些房屋，罗切斯特市必须（对房屋建造商）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随着减免数目的增加，罗切斯特市的纳税人就被迫承担了更多的税务负担以资助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申诉人作为纳税人，权益受到了损害。本院认为，除了这点推测的原因之外，彭菲尔德镇的行为与申诉人受到的所谓伤害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无论彭菲尔德镇发生了什么，与增加税收有关的伤害都只是与罗切斯特市的政策有关，而罗切斯特市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但是，即使申诉人（也是纳税人）能够证明彭菲尔德镇的城区规划条令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他们的申诉也会被驳回。在这里，申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权利，而只认为彭菲尔德镇的城区规划条令侵犯了第三方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这第三方即中低收入的市民。但起诉权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以主张第三方权益为由得到法庭对自己的司法援助。

IV.下面讨论团体申诉人的起诉权问题。无疑，团体有权因为受到伤害而寻求司法援助，有权主张团体可以享受到的任何权利和豁免。而且，它还可以主张它的成员的权利，只要被告的侵犯影响了它与成员的联系。甚至在没有伤害到团体的情况下，团体也可以代表它的成员提起起诉。但是，允许团体代表成员起诉并不是消除或减弱宪法规定的起诉需要有“诉案或争端”的前提要求。团体必须肯定它的全部或某一个成员由于某种不法行为而遭受到了威胁和伤害，这种威胁和伤害足以构成可诉讼的案件——即使成员本人亲自提起诉讼。因此，只要有以上理由，只要没有要求受到伤害的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团体就是代表它的成员的合适人选，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

A.申诉人“迈特瑞行动组织”（一市民组织）代表作为纳税人的本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罗切斯特市的纳税人或中低档收入的纳税人）提起起诉，但被否决。该组织称，它有9％的成员目前是彭菲尔德镇的居民，由于彭菲尔德镇坚持它的城区规划条令，它的成员被剥夺了生活在一个种族融合的社区的权利。但“迈特瑞行动组织”并没有代表它的成员去主张1968年人权法案所授予的权利。

B.申诉人“家居建筑者”也代表它的成员公司——在罗切斯特市内包括彭菲尔德镇的房屋开发商和建筑商——提出诉讼。在这里，只要“家居建筑者”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确实存在成员本人都可以据以起诉的“诉案或争端”，那么它就可以代表它的成员进行起诉。但是它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诉状并没有指出它的某一成员的某个项目被该城市规划条令或被告的行为所阻碍。类似的问题在“物业委员会”的诉状中也存在。该委员会有十七个成员组织，它们都已经、正在或将要开发中低档房屋，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开发的目标定在彭菲尔德镇，也没有任何将要这样做的打算，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彭菲尔德佳美物业公司”，它在1969年底被允许在彭菲尔德镇建造中低档房屋，这是该镇城区规划条令的一个特例。因此，在1969年，或者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佳美物业”本身以及代表它的“物业委员会”本来有机会对被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诉状没有说明“佳美物业”的建房项目会持续到1972年，即提起起诉的那一年；也没有说明被告的行为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对它们的建筑计划有阻碍。总之，诉状没有提到，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在“佳美物业”和被告之间存在争端。无论事实上他们之间的争端曾经多么激烈，但在原告提起起诉的时候，并不存在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争端。

V.起诉权——无论基于“第三条款”的要求还是出于对法院角色的审慎考虑——实际上是决定司法机构在何种时候介入的一个基点。起诉人有责任清楚地说明他（她）有理由要求司法解决争端。在这里，没有一个申诉人满足了这个基本要求。

维持原判。

①沃尔士起诉权案：Warth v.Seldin，422 U.S.490，95S.Ct.2197，45L.Ed.2d343（1975）

